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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地质调查发现，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的原料来源于遗址周边的白垩系基岩砾石层中。

通过与遗址周边 4 个调查点样品的比较表明，这些调查点的砾石在岩性、尺寸大小及保存状况等方面区

别不大，乌兰木伦的原料主要来自于距遗址约 2km 的白垩系基岩砾石层中，可获性较好。此外，能选择

性地利用不同的原料，体现出古人类对原料开发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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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one and rocks we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kinds of raw material during most 
of human existence. At the Wulanmulun (WLML) site, the raw materials are mainly quartzite 
(86%), quartz (12%) and flint (2%). The others including sandstone, gneiss, carnelian and 
chalcedony are rarely. For ascertain of the sources and availability of the raw materials, the 
authors surveyed the gravel layer of the bedrock near the site.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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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cient people mainly chose the quartzite with size of 40-70mm from the gravel layer of the 
bedrock at distance of 2 km far away of site and brought them back to make artifacts. In this 
procedure the people had made good consideration on pebble size and rock quality. 

Key words: Wulanmulun site; Raw material; Sources; Availability

1  研究背景

在旧石器时代，石制品以其原料保存的耐久性成为该时段保留下来最多的古人类文

化遗物。可以说，岩石对于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原料之一。已有实验考古

学表明原料对石制品形态、类型、技术、功能以及工业面貌都有重大影响 [1,2]。在遗址石

制品研究中，首先对原料进行充分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很多学者将原料的研

究作为石制品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原料的分类与命名 [3]、原料的选择与岩性的关

系 [4]、工具的制作与原料的选择性 [5,6]、原料产地 [7]、原料的开发和利用方略 [8]、原料的

多样性与现代人行为 [9,10] 以及原料经济 [11, 12] 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认识。

石制品原料研究主要包括产地、可获性和质地三个方面 [13]。在原料产地研究之前，对

遗址石制品岩石原料类别的鉴定是最基础性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原料产地研究的最主

要方法是地质调查。关于石制品原料的可获性，许多学者采用民族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 [14, 15]。原料可获性研究范围是多样化的，可从小区域集中研究 [16] 到大范围地区性研

究 [17]，一般通过地质调查和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而石制品原料质量的研究则相对来

说比较困难。Andrefsky 在对原料的综合性研究中 [13]，关于原料的质量也没有过多提及。

本文所讨论的乌兰木伦遗址其石制品原料类别分为 7 种，但主要是石英岩，原料利用

频率较为单一。2011 年研究人员在对乌兰木伦河流域进行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距离遗址

约 2km 的白垩系红砂岩地层中含有较为丰富的石英岩砾石，初步确定是遗址原料来源地。

然而，对乌兰木伦遗址原料来源地进行分析时还面临或需要解决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后期

剥蚀和城市建设，被确定为原料产地的基岩砾石层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少量砾石散落在基岩

面上；其次，研究者还需要了解该地点的砾石层与上游（不同距离）的基岩砾石层在岩石类

别、大小等特征，特别是石英岩砾石的丰富度、大小和质量上是否有所差别。如果有差别，

那么这种差别有多大？是否会影响乌兰木伦古人类对原料产地的选择？再次，探讨古人类的

原料利用方式，还需要对原料产地岩石进行统计分析。在离遗址最近并被初步确认为原料产

地的砾石层已经消失的情况下，该项工作如何开展？最后，我们还要回答有关遗址原料来源

和开发研究最直接的问题，即遗址石英岩原料使用频率之高是古人类无奈的选择还是有意识

的选择？石英岩在基岩砾石层中不同岩石质量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此外，遗址中还发现有

一些质量特别好的玛瑙和玉髓，这些原料从何而来？是否能够在基岩砾石层中找到？

本文主要分析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原料产地及其可获性等问题，进而探讨古人类采

用的原料开发方略，这有助于深化对遗址石器技术的理解。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在对遗址

石制品原料的类型、质量及其比例进行统计分析后，开展对遗址周边基岩砾石层的地质调

查和取样测量，再与遗址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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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乌兰木伦遗址原料的类型和特征

乌兰木伦遗址原料的类型和特征主要从原料类别、等级、石皮及其状态、尺寸和形

状等几个方面来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的标本为 2011-2012 年发掘出土的所有编号石制品，

共计 2710 件。

1）原料类别：乌兰木伦遗址原料共有 7 个类别，它们在比例上有一定的差异。其中，

石英岩数量最多，一共有 2348 件，占 87%；其次为石英，有 316 件，占 12%；再次为燧

石，有 39 件，占 2%；其他原料如砂岩、片麻岩、玛瑙、玉髓等数量极少，均未超过 10 件，

比例都不到 1%。

2）等级：乌兰木伦遗址分辨出 7种类别的原料，其总体质量等级 [18] 可以划分为：玉髓、

玛瑙＞燧石＞石英岩＞石英＞砂岩、片麻岩。

从不同等级原料的数量上看（图 1），等级最好的原料如玉髓和玛瑙、燧石等都不是

最多的，等级较差的原料如砂岩、片麻岩等数量也较少。数量最多的是等级中等的石英岩，

可见其在乌兰木伦遗址石器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考虑到石英岩所占比重很大，本文对其等级予以进一步划分，主要目的是了解乌兰

木伦古人类对单一原料类型中不同质量等级的砾石是否具有选择性。该项工作主要将石英

岩划分成好、中、差三个等级。原料等级的判断标准很多，主要有颗粒大小、均质性、韧

性和硬度等 [18]。本文在对石英岩原料等级进行观测时，主要考虑肉眼可见的颗粒大小这

个指标。主要原因是，其他几项指标在使用时或会遇到一些问题，或根本不需要参考。比

如均质性，不能因为一件石核内部结构有节理或有大的裂痕就将其等级定义为差，因为剥

片时初始石核断裂后还可以对 “ 子石核 ” 继续剥片，而在剥下来的石片上是看不到节理或

裂痕的。因此，如果以均质性为标准进行统计，就会造成野外地质调查原料（主要是砾石）

等级好者偏低，遗址原料（主要为石片）等级好者偏高的结果。而韧性和硬度对于石英岩

单类原料来说，则基本没有差别。经统计，不同等级石英岩原料在比例上以等级好即颗粒

细腻者为主，达 88%；等级为中即颗粒中等者占 9%，等级为差即颗粒粗大者仅占 3%。

3）石皮面和表面状态：石皮可区分为结核面、岩石风化面和砾石面等三种 [19]，能够

判断原料的原型或来源。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可见石皮者全部为砾石面，可知其初始状态

为砾石。

本文所指的表面状态主要指风化程度。一般来说，遗址出土石制品的风化现象有两种，

一是原料在获得之前已经风化；二是原料在打制成石制品后因埋藏之前暴露时间太长而风

化。对于前一种情况，即石制品打制者故意使用风化原料，则可能与古人类对原料的特殊

利用有关 [20]；对于后一种情况，则可以反映遗址石制品的埋藏过程。经观察统计，乌兰

木伦遗址石制品没有风化现象。

4）尺寸大小：判断遗址石制品初始原料尺寸大小的可靠材料是毛坯改变较小的石制

品类型。一般来说，石片以及石片毛坯工具属于剥片产品或加工产品，其形状和尺寸改变

较大，不宜作为分析初始原料尺寸大小的依据；而砾石毛坯石核特别是剥片程度较低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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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用砾石直接加工的工具如石球以及备料等尺寸改变相对较小或者根本没有改变，则对

推测初始原料的形态和尺寸较为可靠。

本文观察的 2710 件标本中，有砾石毛坯石制品 41 件，其中备料 12 件，石核 29 件。

对其尺寸大小进行统计（图 2）表明，遗址初始原料毛坯大小主要集中在 40-70mm 之间；

没有大于 100mm 和小于 10mm 的原料毛坯；小于 20mm 的只有 1 件，类型为砸击石核。

5）对早期破裂面原料的利用：乌兰木伦遗址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初始原料毛坯，它

们尺寸较大，质地较好；均存在早期的破裂面，但磨蚀十分严重；新的剥片主要发生在早

期破裂面上，表面保存非常新鲜。这种早期的破裂面可能是砾石之间的相互碰撞造成的，

但却无意形成了较好的剥片条件如平整的剥片台面和相对较锐的剥片角度。这类存在早期

破裂面的原料一共发现 8 件，均为优质石英岩；尺寸在 50mm-90mm 之间，平均 74 mm。

3 地质调查

乌兰木伦遗址发现之初，研究人员就十分重视对原料产地的研究。最早经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袁宝印研

究员考察，初步确认遗址西北约 2km 的白垩系基岩砾石层为原料来源地。不过，由于该

地点侵蚀严重，加上离城区较近，因城市建设而被挖掘破坏，砾石层几无保留。目前只能

见到一些砾石散落在基岩和现代堆积面上。这使我们无法对该地点砾石层中的岩石类型、

大小和质量等进行统计分析，也就无法与遗址对比。因此，为了弄清楚遗址原料的产地及

开发利用策略，开展对遗址周边基岩砾石层的地质调查就显得十分必要。

图 2 原料毛坯长宽尺寸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raw materials

图 1 不同等级原料数量统计
Fig.1  Numbers of different raw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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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调查区域地质背景

鄂尔多斯高原在大地构造上属华

北地台西南部 , 是一个中、古生代大型

构造沉积盆地，新生代以来持续上升运

动形成今日的高原地貌景观 [21]。

乌兰木伦遗址发现后，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袁宝印研究员

等对遗址所在区域进行了地质考察，其

考察成果如图 3 所示。由图可见，该地

区大量分布白垩系、侏罗系和上新统地

层。其中白垩系的地层分布尤为广泛，

基本在区域全境均有存在，侏罗系地层

主要分布在东北部，上新统地层则零散

分布在局部区域。全更新统沙地和晚更

新统湖相沉积也分布较广，其中全新统

沙地主要分布在西南部，晚更新统湖相

沉积则主要沿河流分布在中部。晚更新

统河流沉积分布不广，主要分布在乌兰

木伦河流域的上游地区。

3.2  调查方法和技术路线

地质调查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乌兰

1. 白垩系；2. 侏罗系；3. 上新统；4. 晚更新统湖湘沉积；5. 晚更

新统河流沉积；6. 晚更新统风成黄土；7. 全新统沙地 

图 3 鄂尔多斯新生代地质略图
Fig.3  Cenozoic geological map of Ordos）[22]

木伦遗址原料的产地和可获性。在最早推测的原料产地砾石层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研究者

只有对遗址周边基岩砾石层的岩石情况进行充分而全面的调查和统计分析，才能确定推测

原料产地的可靠性以及进一步探讨古人类对原料的开发方略。为此，可行的方法是在遗址

不同距离选取调查点，然后通过对这些调查点砾石层砾石情况的分析和对比来推测原料产

地的岩石情况。

在充分了解乌兰木伦遗址所在区域的地质背景后，我们选择可能存在基岩砾石层的

地点进行地质调查。最开始是泛区域性的地质调查，主要确定目前可见的砾石层区域范围。

该项工作在 2011 年鄂尔多斯旧石器考古调查中得以完成，经确认主要集中在乌兰木伦河

流域两岸。原因有两个：一是，乌兰木伦河流域两岸冲沟较多，基岩砾石层容易暴露出来；

二是，城市建设需要砂砾，工人会选择含砂砾较多的地点挖掘，从而使基岩砾石层的剖面

出露。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具体选定几个调查点进行重点观察和测量统计。最后再将调查

结果与遗址原料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具体的取样和测量统计方法（图 4）为：在确定了可见的基岩砾石层范围之后（在遗

址点往下的乌兰木伦河流域两岸没有见到基岩砾石层），按距离遗址远近和砾石层保存状

况确定 4 个调查取样点。调查点 1、2 和调查点 3、4 分别距遗址约 2km 和 6km（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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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调查点选取砾石层剖面进行布方，面积为 1×1m2；对所布探方内 ≥20mm的所有砾

石进行采集、观察和测量，<20mm 者只计数。需要说明的是，布方选择在砾石层剖面而

不是地表的原因。由于砾石层表面（地表）遭受后期的侵蚀和破坏，其现有状态已不是砾

石层原始面貌，有相当一部分小砾石已经被冲走。但砾石层剖面则不然，其基本上保留了

砾石堆积的原始面貌。砾石的观察、测量项目与遗址一致，主要包括岩石类别和等级、尺

寸、重量、风化程度等。仍需要提到的是石英岩原料等级判断标准，其主要以砾石内部颗

粒大小为依据。同时为保证质量等级的判断不因人而异，地质调查中石英岩等级的判断与

遗址该类原料等级的判断由同一人完成。在野外对原料的观察和统计过程中，由于砾石磨

蚀严重，研究者对从外部难以观察到内部结构的砾石砸开后再确定。

3.3   调查结果

1）≥20mm 和 <20mm 的砾石比例：统计结果显示，4 个调查点 ≥20mm 和 <20mm
的砾石比例相差不大，均以 <20mm 的砾石为多。其中，调查点 1 中 <20mm 的砾石比例

为 68%，调查点 2 为 70%，调查点 3 为 66%，调查点 4 为 68%；平均 68%。不过，虽然

<20mm 的砾石比例相对较高，但是 ≥20mm的砾石在基岩砾石层中也较为容易获得。这一

点在 ≥20mm砾石的数量上有明显反映，4 个调查点在取样的 1×1m2 探方内，其数量最少

者也有 121 件，可以说是随手可得。

2）砾石岩性：4 个调查点一共观察到 7 种不同岩性的砾石，分别是石英岩、石英、

图 4 地质调查取样和测量
Fig.4  Sampling and measurement of Geologic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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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石、石英砂岩、片麻岩和砂岩。但并不是每个调查点都包含这 7 种岩石类型。有些岩石

类别在个别调查点的取样探方内没有发现，如调查点 1 没有发现燧石、石英；调查点 2 和

调查点 3 没有发现燧石；调查点 4 没有发现石英。但 4 个调查点不同岩性砾石的比例大致

相同，均以石英岩为主，其中调查点 4 比例最高，为 58%；调查点 3 比例相对较少，为

48%。其次为石英砂岩，最高者调查点 3 比例为 36%，最少者调查点 2 为 19%。再次为砂

岩，最高者调查点 1 比例为 15%，最少者调查点 3 仅为 3%。其余各类岩性砾石在各个调

查点中比例均较少。

如果不考虑因取样点带来的误差，可以认为 4 个调查点在岩石类别上基本没有差别。

总体岩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以石英岩为主，石英砂岩也占有较大比例，砂岩相对较少，而

其他原料类型的砾石所占比例极少。极其优质的原料如玛瑙和玉髓等不见。

3）石英岩等级：地质调查中对石英岩等级的划分与遗址石制品石英岩等级划分一致，

分为好、中、差三个等级。由于石英岩等级的判断在地质调查和遗址石制品分析中由同一

人完成，所以基本不存在因研究者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性影响。石英岩等级的判断标准如前

文所述主要是肉眼可见的颗粒大小。经统计，4 个调查点不同等级石英岩在数量上表现出

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等级好的石英岩比例并不是最高的。特别是调查点 1，其等级好的石

英岩仅占 8%；最高者调查点 3 也仅为 37%，不到一半。等级为中的石英岩比例最高。尽

管如此，并不能说等级好的石英岩不易获得，实际上在 1×1m2 的探方范围内，等级为好

的石英岩在数量上还是可观的，并不需要费力寻觅。

图 5 基岩砾石层的分布与调查点位置
Fig.5 The bedrock with the gravel layer and viewpoints around the Wulanmulu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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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砾石尺寸：本项研究测量了 ≥20mm砾石的最大长和最大宽，主要根据砾石的几

何形态来进行测量。统计结果显示（图 6），4 个调查点的砾石尺寸分布较为集中，均主

要分布在 40-100mm 之间；大于 120mm 者很少，只在调查点 2 发现有大于 200mm 的砾石。

5）形状、工作面和表面状态：砾石的形状主要区分椭圆、平板和不规则三种，统计

结果表明 4 个调查点均以椭圆状砾石为多，其次为不规则状，很少有平板状砾石。

工作面的观察主要是指砾石是否具有较平的面，并且该较平的面与相邻面是否具有

较锐的剥片角度，而后者又是优先考虑的标准。结合这两个观察指标，4 个调查点具有较

好工作面的砾石比例相当，平均为 28%。

风化砾石发现很少，4 个调查点共发现 31 件，均为等级差的砾石。其中，砂岩风化

数量最多，其次为石英砂岩，还有少量的片麻岩。

6）优质原料和含早期破裂面原料的来源：优质原料是指在遗址发现的玉髓、玛瑙等。

在 4 个调查点所布探方内均没有发现这些优质原料。考虑到布方的随机性以及面积太小等

原因可能会影响调查结果，但至少表明这些优质原料在基岩砾石层中较为少见。不过，是

不是根本就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是远距离运输甚至交换而来。为了弄清这

个问题，研究人员在进行地质调查时，尽量注意脚下的每一件砾石。通过仔细的调查，研

图 6 各调查点砾石尺寸分布
Fig.6  Width and length distribution of the gravels from the 4 view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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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在乌兰木伦河流域基岩剥蚀面上发现了类似的优质原料，但数量极少，且尺寸较小。

在乌兰木伦河流域两岸的基岩砾石面上，还可见到一些个体较大、存在早期破裂面

的砾石。这可以看作是遗址含早期破裂面原料的来源。

4 原料产地的确定及其开发方略

通过对距离遗址 2km 和 6km 的乌兰木伦河岸基岩砾石层 4 个调查点的取样测量，

结果表明不同距离砾石层中的砾石在岩性、尺寸大小、保存状况等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差

别。4 个调查点在 1×1m2 探方内砾石构成和特征小结如下： 1）砾石尺寸大小在比例上以

<20mm 者为主（约 70%），但数量上 ≥20mm者也不少（4 个调查点中最少者也有 121 件），

可以说较为容易获得； 2）砾石岩性以石英岩为主，石英砂岩和砂岩也有一定比例。石

英、片麻岩等极少。玉髓等极为优质的原料不见； 3）不同等级石英岩以等级中和差者为

多；等级好者较少，平均约 20%；但等级好的石英岩砾石在数量上也不少，并不难获得； 
4）砾石形状以椭圆为主，其次为不规则状，平板状极少。天然具有较好工作面者平均约

25%； 5）风化标本只在砂岩、石英砂岩、片麻岩这些等级较差的砾石上出现，且数量不多。 
将调查点的砾石结构和特征与遗址原料对比结果如表 1。可知，两者基本属于包含关

系，遗址原料类型和特征在调查点均可见到。而 4 个调查点之间的砾石结构和特征基本没

有差别，其中调查点 3 和 4 与推测原料产地距离较远，因此可以认为推测原料产地与 4 个

调查点砾石结构和成分一致。这表明最早推测的原料产地是可靠的，即乌兰木伦遗址的最

近原料产地距遗址的距离约为 2km。

原料产地存在相当数量的优质石英岩砾石，可以说乌兰木伦古人类主要利用的原料

富集程度较高。虽然还有相对于石英岩质量更好的燧石、玉髓、玛瑙等原料，但它们数量

少、尺寸小，不易寻找也不易进一步利用。因此，从可获性的角度讲，古人类倾向于选择

更为容易获得且质量相对较好的优质石英岩。

经地质调查对比分析，乌兰木伦古人类在原料开发和利用上体现出一定的选择性。

表 1 遗址原料的类型和特征与原料产地对比
Tab.1  Comparison with the raw materials of the sources and the site

　 类型与比例 原料等级 尺寸大小 砾石形状 表面状态 工作面

对

比

结

果

基本相同。均以

石英岩为主，其

他岩性砾石较少。

也有差别，如石

英在产地比例少，

但在遗址比例仅

次于石英岩；石

英砂岩在产地比

例不小，但在遗

址不见。

差别明显。等级好的

石英岩在产地相对较

少，而遗址则占了主

要部分。优质原料在

乌兰木伦河流域阶地

可以找到，但数量极

少，尺寸也较小。这

可以看作是乌兰木伦

遗址优质原料的来源。 

产地砾石集中在

40-100mm 之间，

而遗址集中在 40-

70mm 之间，属于

包含关系。产地发

现有大于 100mm

甚至 200mm 的砾

石，但在遗址没

有大于 100mm 的

石制品。

产地砾石形状

以椭圆为主，

平板最少。遗

址可观察到的

砾石形状以椭

圆为主。

产地风化标本

少，只出现在

等级很差的砾

石。遗址没有

风化标本。

产地和遗址

具有较好工

作面者均很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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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现为对岩石等级的选择。玉髓和玛瑙等极为优质的原料虽然在基岩砾石层中数量少，

具有较好剥片尺寸者更是少之又少，但是乌兰木伦古人类还是对这类原料有一定程度的利

用，而且遗址这些优质原料石制品的尺寸要大于调查发现这些原料的尺寸。在地质调查过

程中，这些优质原料很难发现，具有较大尺寸者更是如此，古人类能够找到并加以利用，

表明他们对基岩砾石层的岩石结构和分布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此外，等级好的石英岩原料

在砾石层中比例并不是最高的，其相对来说并没有等级中和差的石英岩这么容易获得。

但乌兰木伦遗址绝大部分原料为等级好的石英岩，亦体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其次，还体

现在对砾石尺寸的选择上。阶地砾石层中尺寸在 20mm 以上的砾石其大小主要集中在 40-
100mm，而遗址则主要集中在 40-70mm。考虑到成年男性手的尺寸一般为长 18.5cm、宽

8.2cm[23]，推测这种尺寸上的选择主要是便于古人类将砾石从原料产地搬运到遗址，2km

的距离使得古人类选择了相对较小并适于手握搬运的砾石，而且尺寸在 40-70mm 之间的

砾石已能够满足古人类加工工具毛坯所需。再次，这种选择性还表现在古人类对个别原料

的不利用上，例如石英砂岩虽然在调查点中数量不少，但是乌兰木伦古人类并没有利用。

最后，乌兰木伦古人类还对含早期破裂面原料进行了采集并再利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石英在乌兰木伦遗址原料利用中的地位。从遗址原料比例上看，

石英是仅次于石英岩的原料类型，比例为 12%。但剥片实验表明 [24]，石英破裂率很高，

即同样 1 件石英砾石和其他类型原料相比，会产生相对更多的剥片产品。此外，考虑到原

料产地石英比例较低，研究者认为石英的利用率在乌兰木伦遗址的比例不会太高，可能与

除石英岩以外的其他类型原料相差不大。

Binford 的聚落组织论 [25]，将古人类的原料获取方式分为四类：偶遇式（随遇随采）、

嵌入式（原料采集作为其他工作的附属）、后勤移动式（特定人员在特定区域专门采集并

带回营地）和间接获取（通过交换或贸易获得）。乌兰木伦遗址周边白垩系砾石层中具有

较为容易获得的优质石英岩原料，而其他原料类型在砾石层中也有发现。可见，乌兰木伦

古人类没有（不需要）进行长距离运输或交换即可获得所需原料，且这些原料的大量存在

也不需要偶遇发现。乌兰木伦古人类对基岩砾石层的砾石构成和分布有较好的了解和认识，

不仅能够认识到优质石英岩原料的较好可获性，也能够采集到较难获得的极为优质的玉髓

等原料。遗址拼合石制品 [26] 表明原料从产地被搬运到遗址后再进行剥片和加工，其搬运

距离不远也不近，使得古人类主要选择了大小便于搬运的砾石。此外，古人类对原料利用

还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都表明乌兰木伦古人类在原料利用上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出 “ 后勤移动式 ” 原料利用模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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